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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①∗

周其仁

摘　要　本文以体制成本为核心概念展开分析.体制是成体系

的制度安排.举凡体制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即为体制

成本.中国经济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间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降低

原先高居不下的体制成本,从而在全球化中发挥出比较优势.这是

中国经验的根本.但在增长过程中,中国的税费和其他法定缴纳、
寻租以及贪腐和奢靡开销过快提升,导致中国在应对全球竞争格局

新变化时承受了新的压力.中国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大幅度降低体

制成本,以实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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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早就引人瞩目.不过,人们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
解释和判断.本文选取一个角度参与讨论,中心论点是,体制成本是理解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得以发生及其继续变化的关键.

一、新问题:解释中国经济起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３０年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者做了

系统回顾.２００８年７月,年近百岁的诺奖得主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

总结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经验的学术研讨会.是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
２００８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为９６％,虽比上年有所降低,但还是达到１９７８年

以来３０年平均增长率.次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一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２０１３年,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２０１４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宣布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越美

国成为全球第一.
　

②１
　

①

②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通信地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１００８７１;电话:(０１０)６２７５３０７５;
EＧmail:qrzhou＠nsd．pku．edu．cn.本文草稿经汪丁丁、薛兆丰、卢锋、刘守英、李力行、王敏、王跃、张惠强
等阅读并提出修订意见,并得到匿名评审人的阅读意见和修订建议.作者在文稿修订中充分考虑了这些
意见和建议,特此感谢.但对尚存的不足,当由作者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负责.
　　 　　１ ２００８年及之前３０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４５);IMF以购买力平
价方法估计２０１４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报道,见“AmericaUsurped:ChinaBecomesWorldsLarＧ
gestEconomyＧputtingUSAinSecondPlacefortheFirstTimein１４２Years”(http://www．dailymail．co．
uk/news/articleＧ２７８５９０５/ChinaＧovertakesＧUＧSＧworldＧsＧlargestＧeconomyＧIMFＧsaysＧeconomyＧworthＧ１７Ｇ
６trillionＧAmericaＧfallsＧsecondＧplaceＧtimeＧ１８７２．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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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情景,中国经济取得了足以傲人的成就.这也

激发了学界总结中国经验的理论雄心.毕竟,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取

得如此出色成绩,绝非偶然.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并存的,应该有关于中国

经济的学术建树.所以大体也在２００８年前后,人们不再满足于仅把中国作为

验证现成经济理论的一个案例,而立志要从中国经验里提炼新理论和新思想.
　

①２
　

其实经济成就与其理论总结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亦步亦趋.１７７６年亚

当斯密出版 «国富论»之时,距瓦特发明第一台单动式蒸汽机不过七年,
英国满打满算还处于产业革命的初级阶段.七十多年后 «共产党宣言»所说

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宏图,在当时还没有可能被人感

知.斯密时代的英国经济只不过经历了长久的缓慢增长,他当时看到过的绝

大部分企业规模还很小,而不被他看好的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获皇家特许贸

易权的大公司,为数寥寥.当时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普普通通,甚至乏

善可陈.
　

②３
　

就在那么一个经济基础之上,诞生了足以长久影响后世经济思维的古典

政治经济学.以此作为参照,３０年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就算斯密本人在世,
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拿出与当今中国经济绩效旗鼓相当的思想产品,顺理成

章.问题是雄心愈烈,挑战愈多.恰从２００８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开始

发生新的变化,虽然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因施加强刺激政策而维系了高增长,但下

行压力终究尾随而至.回头看,２００７年第一季度中国 GDP折成高达１５％的

年增长率,应该是一个增长阶段结束的空谷绝响.不过几年光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减速一半以上.
这里带出一个新问题,如何阐释中国经济的起落? 分开来处理,可以增

长解奇迹,下行析成因.但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希望在一个简明框架里获

得对中国经济戏剧性变化一以贯之的理解,那就还须付出努力.下文从一个

核心概念入手,试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扩展相关分析.

二、体制成本的含义

这个概念就是 “体制成本”.人们熟知 “成本”,那是任何经济行为主体

要获得收益都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成本包括货币的、非货币的,时间的、精

力和精神的,抽象出来作为谋求任何收益所必不可少的付出,构成经济行为

①

②

　　 　　２ 例如张五常以他特有的风格宣布,“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中国制度”(见凤凰网报道,http://news．ifＧ
eng．com/opinion/２００８０９/０９１２_２３_７８０８１１．shtml),并称他自己破解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见«中国的
经济制度»).其他关于中国模式的作品,参见人民网理论频道的专题报道,“聚焦中国模式”(http://theＧ
ory．people．com．cn/GB/４０５５７/１４９５１３/).
　　 　　３ 斯密本人为出版自己的巨著于１７７３年从爱丁堡前往伦敦,区区４１０英里路程,要搭乘一个月只来往一
趟的公共马车,路上要颠簸１０天到１５天.更要命的是,上车前他还按当时惯例签下遗嘱,因为旅途绝不
安全(Ross,２０１０:p．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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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可是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从事经济实务人士以及经济学

家和管理学家,关注重点一直集中于生产成本,即为生产某物所不得不发生

的各项支付.唯有当大规模生产伴随大规模交易的现代经济成形之后,生产

成本以外的成本才开始引起注意.１９３７年,年轻学者科斯首先提出 “交易成

本”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本身并不免费.因为存在着正的交

易成本,市场里就存在企业和多种多样的经济组织,虽然以往的经济学思维

往往对此视而不见.这一朴素发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①４
　

无独有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从事抗战

经济问题的研究时,也提出 “纯商业费用”概念.
　

②５
　他观察到当时湖南、江西

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沿海城市如宁波的粮食市

场上,内地大米却竞争不过远道而来的泰国大米.经过仔细调查,张培刚发

现从内地农村产地到沿海城市销地之间,经商成本过高是问题的关键,诸如

地方割据、关卡需索无度及种种其他麻烦的顽固存在,把本来很有竞争力的

内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场之外.他的结论是,如果有效改善商业通道,节约

纯商业费用,战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得到改善.考虑到当时张培刚还不可能

读过上述科斯那篇论文,我们可以说一位中国学者独立发现了在生产成本之

外还存在其他成本.
　

③６
　这再次说明,当学者直面真实世界时,有机会提出一个

新概念来阐释可观察到的反常现象.
经历多年沉寂之后, “交易成本”终于引起学界注意并得到进一步阐释.

１９６９年,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

上就是 “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
　

④７
　
.他因此打通科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

传统的关系,因为在斯密那一代学人那里,最关心经济体系的运行,而不是

孤立而零碎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科斯的一些追随者则把交易成本概念扩

展为 “制度成本”.
　

⑤８
　 例如,张五常在１９８７年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

典»撰写 “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的词条时指出:“交易成本就是一系列制度

成本,包括信息、谈判、起草和实施合约,界定和行使产权,监督管理的成

本以及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

生产过程当中的成本.”
　

⑥９
　这是说,在直接生产之外需要付出的代价,还远不

止狭义的交易成本.
　

⑦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４ Coase(１９３７).
　　 　　５ 张培刚,«浙江食粮之运销»,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版.
　　 　　６ 周其仁,“旁听张培刚”,«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７ “Transactioncostsarethecostsofrunningtheeconomicsystem”,见 Arrow(１９６９:p．４８).
　　 　　８ North(１９９０);Cheung(１９８７).
　　 　　９ Cheung(１９８７:p．５８).
　　 　　１０ 以中国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省市互相串换计划分配物资,各地到中央计划部门跑要投资和建设项目,
农民冒着“割尾巴”的风险在黑市上交易自留地产品,以及那一波又一波频频发起的运动,虽然与狭义的
交易无关,却无一不是在直接生产之外的巨大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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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世界,制度无处不在.人们从事生产、消费、储蓄、投资等各项

经济活动,无不受制于特定的产权与契约安排,无不组成特定的组织与机构,
如家庭、社区、企业、市场、货币体系、立法、税收与政策制定、政府及一

系列监管部门.这些交织到一起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不仅源于个人的自愿

选择而自发生成,而且受到传统、流行观念与 “社会强制力”的作用而被构

建.
　

①１１
　因此,为了在交易成本(或 “纯商业费用”)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继续前

进,我们要把观察和分析的重点转向成体系的制度,特别要关注那些由社会

强制实施的组织与制度怎样影响个人的选择,并以此影响经济运行.
本文使用的体制成本,是指经济运行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体制由一

系列制度构成,运行于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产权与合约的基础之上.举凡体制

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体制成本的性质和变化,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紧要.

与狭义的 “交易成本”或 “纯商业费用”相比,“体制成本”不但可以扩

展到对形形色色非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而且可以深化对市场及非市场行为

的一般理解.人们习惯于把市场交易视为利益诱导下的自愿选择和契约组合,
因此无须涉及那些带强制性质、包括合法强制的力量与机制.“体制成本”则

不同.作为真实世界里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集合,社会强制力包括流行观念、
政府权力以及由此生成的政策制度禁止或许可,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不可

或缺的要件.对体制成本的观察和分析,涉及国家行为,离不开国家理论.
与 “制度成本”相比,“体制成本”更强调成体系的制度而非单一的、个别的

制度安排,特别是把重点放到约束着自发自愿行为的社会强制力本身的约束

条件.回溯过去,狭义的交易成本和单一的制度成本,可以看作是体制成本

的局部或特例,我们的认知从局部和特例开始,走向更一般的抽象.

三、大幅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奇迹的奥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远的不提,１９８０年中国制订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计划(即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确立下来的年平均增长目标

不过是４％,“争取达到５％”
　

②１２
　
.为什么处于高速增长起点时段的中国,定下

那么一个事后看来低估自己潜力的增长目标呢?
因为当时中国经济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最大问题是在当时这个 “十亿

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度,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非

常贫困,无从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那么,为什么农业拖腿、农民贫穷? 答

①

②

　　 　　１１ Alchian(１９８７)指出,“社会强制”(sociallyenforced)对产权必不可少.在他之后,North(１９９０)把国家
行为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
　　 　　１２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刊全国人大网(http://www．
npc．gov．cn/wxzl/gongbao/１９８２Ｇ１１/３０/content_１４７８４５９．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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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存在严重的体制障碍:不论政府多么急切地希望发展农业生产,也不论

几亿农民多么急切地希望改善生活,当时成体系的经济体制,运行效果就是

事与愿违,怎么也打不开鼓励农业增产的阀门.
是的,并非单项制度或单项政策,而是成体系的、彼此纠缠到一起的观

念、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共同导向此类困境.这里首先是人民公社生产制

度,集体出工、集体劳动、集体分配,虽享有一定规模经济的好处,但因难

以准确计量个别社员的付出与贡献,从而难以调动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不仅

如此,那种集体生产模式还常常因错误指挥和武断命令而遭受严重损失.其

次,农村土地的集体公有一旦建立,似乎就再也不需要也不允许在农民家庭

之间划出必要的土地产权界限.再次是农产品统购统销,由政府全盘管制农

产品流通,政府一手定价定量收购,一手定量定价在城市配给,基本排除市

场机能.最后,为了维系农产品生产,国家禁止农民外流,不得自由转入收

入较高的非农业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数量充沛的生产要素也无济于事.劳动力不能

自动转化为生产力,庞大人口不但带不来红利,反而成为包袱,最后导致严

厉的生育控制政策出台.
　

①１３
　按照传统分析,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较低的

产出品价格,从而激发需求增加,转过来拉动供给.但此分析忽略了一点:
过高的体制成本妨碍要素的有效组合,从而限制产出增加,结果就在农业生

产要素极其充裕的条件下,农产品却长期供不应求.
　

②１４
　于是,低农业生产成

本———它的另一面就是农民贫穷———与农产品短缺长期并存,成为中国经济

增长难以克服的瓶颈.这说明,需要对体制成本做出恰当分析,才能理解长

期得不到解决的那些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
中国解决上述难题是靠体制改革.由于制度障碍并非孤立个别,而是自

成一套体系,破解之道就是必须多管齐下.当时先实施的治标政策是休养生

息:政府动用极为稀缺的外汇,增加进口粮食以减少征购量,让负荷过重的

农业、农民和农村缓一口气.接着政府又动用财政资源———当时要靠赤字维

持———提升超额出售农产品的收购价,在边际上增加农民增产的激励.更重

要的是解放思想,尊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务实哲学,鼓励地方、基

层和农民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大胆改革创新.特别是当安徽、四川等省区

自下而上冒出来包产到户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

给予底层自发改革以合法化承认.结果,仅仅几年时间,在农业生产大幅增

加的基础上,中国农业从生产、流通、分配到土地产权制度,渐进而又全盘

①

②

　　 　　１３ 关于人口政策变化的简要概述,见郑真真,“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未来走向”,中国网,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
日,http://www．china．com．cn/guoqing/２０１２Ｇ０７/１２/content_２５８９０５１０．htm.
　　 　　１４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概括:“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 几亿人口搞饭吃,粮
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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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进了改革.
　

①１５
　

抽象概括,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即体制成本,经由改革得到大幅度

降低.在农村变革进程中,降低体制成本的行为主体,首先是农户和基层社

队,因为改革重新划定了集体经济产权的边界,使第一线当事人有权选用较

低运行成本的合适体制,而无须屈从按照本本教条设计,但实际运行效果很

差的老体制.地方政府以及拥有最后政策决定权的中央政府,则与底层实践

积极互动,在时而矛盾对立、时而妥协统一的改革政策制定过程中,最终完

成对改革的合法性背书.
很清楚,被历史短缺和农民贫困逼出来的改革,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

才打开了充分释放原本数量充裕的农业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阀门.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支持了国民经济增长.回头看历

史检验了以下结论:农村改革这场奠基礼,突破了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中国经济原

先计划 “保四争五”的格局,为后来中国经济更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明白,中国并不需要把八亿农民束缚

在农业和农村.数以亿计的 “农村剩余劳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和

城镇部门,构成中国高速增长的扎实基础.不过,这波经济潜力的释放要求

突破更为严重的体制障碍,包括对从事工业和城镇经济活动的国家垄断,也

包括对非公经济包括个体户、私人合伙以及民营企业雇工经营的法律禁止.
给定那个时代背景,这两大障碍比承认农业家庭经营更难以逾越,因为触及

更成体系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习俗惯例.幸亏中国已积累了渐进改革的经

验,那就是允许和鼓励先行先试,从局部地方的改革试验入手,直到新选择

所表现的经济社会效果为多数人接受,再完成改革的全局合法化.大体到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思想政治方面的反复之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得以确立.

四、比较优势新内涵

更大挑战接踵而至.中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务工经商生产力,到哪里去寻

找能够容纳得了它们的市场? 出路是融入全球化.首先是借力发达经济体的

市场.这也是从实际出发的选择,因为日后凸显的中国制造能力并非内生而

成,从一开始,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商业模式,就参与中国

制造能力的形成.后来被称为 “世界工厂”的中国,靠全球市场消化自己惊

人庞大的生产力,合乎逻辑.
贸易数据让人们对新到来的经济大时代印象深刻.１９７８年中国出口不足

①　　 　　１５ 关于中国农村以改革启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政府与产权关系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号,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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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亿美元,到２０１２年超过２万亿美元,增长了２１０倍;进口从１０８亿到１８
万亿美元,增长１６０多倍;国家外汇储备从１６７亿到３３万亿美元,增长近

２万倍.
　

①１６
　不过,要深入理解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非易事.通常看法,经

济学上历久弥新的比较优势定理,应该是分析中国经济崛起最合适的分析框

架.
　

②１７
　问题是,比较优势理论要获得用武之地,需要一个必不可缺的前提,那

就是在发达国与后进国之间存在大规模贸易.问题是,究竟具备什么条件,
潜在的比较优势才被唤醒并受到强有力激发?

为此需要明确比较优势的内涵.比较优势首先是比较成本,因为各个经

济主体———从个人、家庭、地方到国家———从事生产所花费的成本各不相同,
其产品一旦进入市场,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在比较中互现,才形成绝对优势

或比较优势.但是,各行为主体互相比较的,远远不限于生产性成本.在真

实世界里,任何生产活动要得以进行,离不开特定的制度结构,从而受到成

体系制度安排的决定性影响.实际的生产成本究竟是高还是低,比较优势究

竟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以及究竟能不能把潜在的成本优势发挥出来,受制

于特定的体制,并非由所谓自然禀赋就可以决定.
中国经验教育我们认识到上述区别.早在贸易数据惊醒世界之前,作为

一个经济落后的人口大国,中国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似乎意味着她拥有极富

竞争力的低劳力成本优势.
　

③１８
　但是在事实上,如果被贫穷包围的巨量人口和劳

力,根本没有被投入有效生产,也提供不出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产品,那

就谈不到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比较优势.那些妨碍充沛人力资源投入生产过程

的体制性摩擦,甚至高到足以让很多生产活动根本无从发生———这与物理世

界里摩擦系数过高,物体根本就不可能被移动的道理,如出一辙.
无须强调,潜在的低生产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动生成比较优势.关键是能

不能消除妨碍生产活动的体制束缚.不幸的是,潜在超低的生产成本常常伴

之以极为高昂的体制成本,妨碍经济运行,以至于本来有机会显露的竞争潜

能,根本无从发生.人口多包袱重,劳力多就业难度大.若问为什么在那种

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搞不起来,答案是原本极低的生产成本受到极高体制

成本的拖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倘若落后国不开放,根本拒绝与他人比

较,那又怎么可能谈得到比较优势?
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正是经由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体制成本.这是

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举其大要,破除国家对工业和其他较高收益产业的行

①
②

③

　　 　　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２４,６６７页.
　　 　　１７ 比较优势定理是李嘉图的贡献,回答了为什么发达国与落后国之间也可以发生大规模贸易的问
题———按照斯密更早的“绝对成本优势”论,那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其要点在于“比较优势”:虽然发达经
济具备全面领先于落后经济的绝对优势,但即使是样样落后的经济,也可以集中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
品,然后经国际贸易推进经济增长.
　　 　　１８ １９７８年中国农业人口８．１亿,年度人均纯收入不过区区１３３．５７元人民币.此前,农民收入更低,如
１９５７年还不足人均７３元人民币(农牧渔业部计划司,１９８３:第３５,５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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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垄断,欢迎外资落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解除国际贸易的国家专营,启

动汇率改革(特别是主动减除严重的本币高估),持续改革进出口体制,根本

改善外贸服务,所有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

几乎无穷高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括降低中国人接受一切先进

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国潜在生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

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力,世界也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的比较

优势.
这样来看,不少流行之见需要重新推敲.如 “廉价劳力是中国崛起的秘

密”,我们不妨反问: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劳力岂不更为廉价,为什么那时不见

奇迹? 又如 “政府管控才是中国模式灵魂”,我们不妨再反问:苏联模式政府

管控国民经济的全部,为什么失败到连苏联都不复生存? 至于颇受青睐的

“举国体制”,在笔者看来也未点中要害———究竟是举国推高体制运行成本,
还是举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大幅降低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 本文认为,真实

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

较优势.为理解和阐释中国经验,有必要扩展比较优势的内涵,把生产成本

与体制成本一并纳入分析框架.

五、成本曲线先降后升

体制成本也是成本,终究服从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学理论上,
所有成本曲线一律先降后升.所以如此,传统解释的是边际收益递减.那是

说,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在合理的要素结构范围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
会在边际上带来产出增加,此时对应于产出规模,成本下降;但是过了合理

临界点,增加某要素投入带来产出增量不增反减,于是成本曲线见底回升.
这套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生产成本的理解.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对一块农

地追加劳力投入,会带来产出增加,追加肥料投入亦然.但过了技术合理临

界点,过多劳力引起窝工,过多肥料烧死庄稼,农业产出的边际收益下降,
成本曲线上扬.不过,该分析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便边际生产成本尚在

下降,但随着规模扩大,是不是还可能发生其他成本? 其他成本带来的产出

效果又怎样变化? 这个问题由科斯的发现得到解决,由于产品走向市场、走

向消费者要发生非直接生产的交易费用———例如市场营销费用———该成本一

旦过了交易结构的技术合理点,可能先于生产成本而上升.这与实际经验吻

合,当较多的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即便其生产性的边际收益

还在上升,却很可能因为花费过多的市场营销费用而导致交易成本的边际收

益减低.真实世界的成本曲线,比在只见生产不见交易的黑板经济逻辑所推

导的,可能更早掉过头来重新上升.
不过就算把生产与交易合并起来,也还不足以描述成本行为的全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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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生产交易过程中那些显而易见的耗费,譬如要不要多用劳力、加施化肥、
引入机械、扩大厂房和设备、扩展营销等涉及收益考量的成本行为,在真实

经济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还要支付一系列 “非自愿耗费”,如不得不缴纳的税款

和其他贡赋,不得不耗时费力与管制部门或权力人物所打的交道,以及不得

不在生产和市场过程中劳神费力处理的与其他各方事关财产和产品的纠纷、
冲突和损伤.虽然在不同经济体系里,自愿耗费与非自愿耗费的比例很不相

同,但一般而言,它们普遍存在.遗憾的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现代

主流经济学常常忽略了对真实世界里那些非自愿支付耗费的分析.
中国的现实让我们格外关注体制成本.体制成本不是个别生产者、消费

者或个别厂商在竞争中为获利所自愿支付的成本,而是成体系的、即使行为

个体不自愿也非承担不可的成本.这类体制成本具有强制缴纳的性质,不受

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可能比生产

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上涨.
让我们先看一组中国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间,

中国名义 GDP从６０７９３７亿元到５１８９４２１亿元,共增长８５倍.这显然是

战后大国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不过无可避免,中国高速增长也必须付出代

价即成本.对此,人们曾普遍关注,是不是劳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

制造的竞争力? 不过我们发现,同期全国工资总增长８７倍,几乎与名义

GDP增速持平,并没有特别快于经济总增长的出格表现.期间大大快于总经

济增长的,是以下几个变量:第一,税收,同期全国税收总额增长了１６７
倍,相当于经济总量增长倍数的１９７％,或工资总额增长倍数的１９２％.第

二,包括税外收益的财政收入,期间增长了１８８倍,快于税收增长.第三,
全国社保缴纳,期间共增长２８７倍.第四,土地出让金,同期全国土地出让

金总额增长了６４倍.
　

①１９
　

以上诸项,都是为生产附加价值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不同之处在于,工

资总额发生于劳力市场,包括绝大部分国企工人在内的全国劳力资源,通行

劳务合同制,工资决定一般要根据雇佣双方意愿,受市场供求法则支配.但

是,税收及其他向政府机构缴纳的行政服务费,属法定负担,带有执行方面

的强制性,不存在个人、家庭和企业对政府行政服务满意就多付、不满意就

少付的经济关系,而纳税方也难以参与税法制定和税率确定.社会保障项目

的缴纳,在理论上用于缴费人未来的生活保障,也是广义上劳务成本的组成

部分.但社保缴纳的数目、提取后的营运、支付等管理,依现行法规由政府

①　　 　　１９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名义 GDP,４４;工资总额,１３２;税收,３３１;财政收入,３２８;社保缴
纳,８５０);１９９５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为４２０亿元(包括原土地划拨补交的２４亿元,见«中国土地年鉴１９９６»
第６０页),２０１２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为２．６９万亿元(见«２０１３年国土资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４年全国土地
出让金更高达４．２８亿元(见叶开,“地方２０年卖地史:从４００亿到４万亿”,刊第一财经,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９
日,http://finance．qq．com/a/２０１６０８２９/０３６９６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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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独家执行,也带有法定强制性.最后一项土地出让金,则是转型中国特

有的经济运行成本,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用于合法经营的土地一律属于

国有———包括大部分经由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转为的国家所有———然后由

政府批租给用地机构及个人.这里虽然存在着一个土地批租市场,但唯有政

府掌控土地供给,类似其他一切政府或国企行政垄断供给的 “市场”,需求者

众而竞争激烈,供给者或独或寡,不容他方进入提供替代,因此在此类市场

上形成的资产价格,本质上不过是行政权力的租金.
　

①２０
　

加到一起,在以上观察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法定的、带

强制性成本项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超过经济总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受市

场法则支配的其他成本项的增长速度.这说明,转型中国在取得高速增长成

就的同时,尚没有形成持续约束体制成本增长的有效机制.这是渐进改革远

没有到位的表现,也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比照早期以

“解放思想、放权让利”为纲领的改革,随着中国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因发挥比

较成本优势而实现高速增长,一度大幅降低的体制成本又重新掉头向上,并

以远超高速经济增长的更高速度回升.实际情形很像一匹巨型骆驼,早期减

负促其迅跑,却在高速行进中不断被加载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终于令其前行

乏力.本文认为,对于一个迄今为止靠比较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的经济体,
中国高速增长轨迹的变动,可用体制成本的下降和重新上升给予解释.

六、难以量化的体制摩擦力

还有一些体制成本,或难以在统计上得到反映.观察表明,经济活动中

涉及产权界定、合约纠纷、新产品开发与相关市场准入、政府专营范围变动、
行政诉讼和民事案件审理等事务,无一例外,都需要在直接生产成本之外另

有耗费.虽然这类广义的交易成本或本文定义的体制成本在一切所谓成熟的

市场经济中也照样发生,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而言,这些非生产成本

的形态还是颇具特色、自成一家.据笔者近年研究过的若干案例,本节简要

讨论这类成本的性质.
第一个案例涉及政府电信专营.背景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互联网兴起,

提供了完成语音通信的新机会.与传统电信不同,基于互联网的语音通信

(IP电话)无须在通话时独占昂贵的通信电缆,而能够在同一线路上大量传输

压缩了的语音数据包,从而可以革命性地降低通信资费.１９９７年年底,福州

市马尾区一家由陈氏兄弟经营的民企开始把IP电话应用于商业活动,在市场

上大受欢迎.当时中国的国际长途话费很贵,每分钟在１８元至３２元之谱,

①　　 　　２０ 这提醒中国和类似的转型经济,要特别注意资源配置体制与收入分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权力尚未
被妥当地关进笼子时,权力对高速增长经济的“要价”,可能远超经济增长所能够持续负担的水平.



第３期 周其仁: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 ８６９　　

而陈氏兄弟提供的IP电话,每分钟收费仅６—９元,于是他们的生意火爆.
但是,当地电信局却以涉嫌 “非法经营罪”报案,由区公安局查抄经营

场地、扣押设备,并限制两兄弟人身自由,后由家属缴纳取保候审费５万元

才予释放.陈氏兄弟到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败诉后又上诉至福州中院.福

州中院院长许永东法官考虑到案件涉及新技术,要求各方提供专家证人,当

庭辩论IP电话与传统电信在技术特征方面的差别.经过审理,福州中院认为

IP电话不属于传统电信专营范围,而属于国务院文件规定的可以向社会开放

经营的新业务.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日,福州中院裁定,撤销马尾区法院对陈氏兄

弟案的裁定,发回区法院重审.
　

①２１
　

可惜,这份７０００多字写就理据清晰的法院裁定,未得到应有尊重.１９９９
年１月２１日,也就是福州中院发布裁定的次日,信息产业部管理局一位处长

对媒体公开宣称,“‘IP电话不属电信专营’无从谈起”.他的根据,是信产部

发过的一份 “通知”,其中规定 “计算机信息网络业务”实行许可证制度,
“暂不开办电话、传真等电信业务”.这位处长说,既然明确 “暂不开办”,
“如果有人利用IP电话经营长途电信业务,就是非法经营”.他还通报: “对
于经营IP电话这种非法经营行为,目前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如果数额不大,
一般由行政执法部门追缴违法所得、罚款;如果数额达到犯罪标准,则移交

司法机关按照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以非法经营罪查处.有关部门已在广

东、上海等地查处了一批此类案件,有的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很明白,
在这位处长看来,他援引本行政部门的一纸通知,远比福州中院的裁定,以

及在裁定里援引过的国务院文件还要权威,既不容置疑,也无须司法讨论.
　

②２２
　

如此 “法制”氛围里,陈氏兄弟案的最后结局不了了之,再也没对公众有一

个清楚交代.
　

③２３
　

第二个案例是触动邮政专营的民营快递.随着商业活动频繁,诸如商业

文书、样品以及后来大成气候的电商包裹的快递业务蒸蒸日上.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民间出现 “小红帽”,而联邦快递等五大国际物流公司也先后进入中国市

场.可是,快递业务起步就面临新问题:非邮政机构有权经营快递吗? 邮政

部门持否定立场,因为８０年代通过的 «邮政法»,明文规定送信业务属于国

家专营.新问题是,原先的法规到底能不能自动覆盖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①

②

③

　　 　　２１ 福州中院据此裁定:“IP电话是基于网络技术而产生的在因特网上提供的新类型的通信业务.属于国
务院国发(１９９３)５５号«通知»和«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所称的‘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务’和‘公众
多媒体通信业务’.且国务院的国发(１９９３)５５号«通知»中明确了‘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务’属向社会放开
经营的电信业务,而不是属于本案被上诉人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所称的国务院国发(１９９０)５４号«通
知»规定的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的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福州中院该项裁定的全文,见“福州IP电
话案始末”附件,http://bbs．c１１４．net/threadＧ８２９８８５Ｇ１Ｇ１．html)
　　 　　２２ 在福州中院审理陈氏兄弟案提供专家证词的老榕,详细记录了该案,参见“曾经说案(一)(二)”(htＧ
tp://laorong．blog．techweb．com．cn/archives/１１、１０).
　　 　　２３ 担任法官８年之久的许永东,后来离职创办拓维律师事务所,成为首席合伙人(http://www．yearＧ
booklawyer．com/sites/lawyer/detail_２０１２０７２７１８０１３４１５４７_c_１０．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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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 对此原邮电部的立场是,为保护公民通信自由,非坚持邮政专营不

可.于是,争议重点转到新兴快递商业包裹,究竟是不是还属于原先的 “信
件”范畴.

利益纠葛使咬文嚼字成为一门必修课.何谓 “信件”? １９９０年的 «邮政法

实施细则»指明,“信件包括信函和明信片”,而 “信函是指以套封形式传递

的缄封信息载体”———按此释义,套封传递并缄封的 «二十四史»、«资本论»
或 «大英百科全书»,是不是也统统可以划入信函? 还有,何谓 “其他具有信

件性质的物品”? 该部颁细则声明, “是指以符号、图像、音响等方式传递的

信息的载体”.考虑到中国人对常用语汇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该细则还特地

宣布,邮政专营的 “具体内容由邮电部规定”.
甚至恐怖分子在 “９１１”袭击美国的后遗症,也为中国延伸邮政专营添

加了一段插曲.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为防止已在美国有报道发生的炭疽病毒

事件蔓延到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 “加强信件、印刷品等寄递

业务管理,防止炭疽杆菌传播”.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包括国家邮政局在内的

几家主管部门联合通知,要求所有 “需要办理进出境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

物品的寄递业务”的企业,“应在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六十天内到省级

邮政部门办理委托手续”.２００２年２月４日,国家邮政局在下发给省级邮政部

门———批准委托申请是否可准的权威机构———的通知里,宣布 “邮政委托的

范围限于:进出境单件重量在５００克以上(不含５００克)或单件资费在国家规

定的(同一重量、同一通达国家/地区的)邮政特快专递资费标准以上的信件和

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这句罕见拗口的长句的意思是, “凡５００克以

下,以及收费比邮政企业便宜的”邮件寄递业务,一律不准委托! 更令人匪

夷所思的是,该通知还明确,“前款规定的委托范围不包括:具有公民个人名

址的信件及县以上(含县级)党、政、军等机关的公文”! 据此,笔者当时发表

评论指出,这些有悖常理的不当行政管制,要保护的仅是邮政部门过时的专

营特权,与防炭疽病毒一点也不相干.
　

①２４
　

第三个案例是一档东莞奇事.作为沿海开放和中国制造在珠三角地区的

一个重镇,东莞市绝大多数常住人口非本地户籍,由此导致本地服务严重供

不应求.新兴民企乘势进入,其中包括在街上开设药店.２００２年３月,«广东

省零售药店设置暂行规定»宣布开放广东药品零售市场,外地商家涌入东莞

城里,民间投资热情高涨.然而,“他们很快在一道坚实的行政壁垒上碰得头

破血流”———东莞市药监局从２００１年６月开始施行 “５００米直线范围内不准

开设第二家零售药店”的审批准则,到次年在舆论和省领导干预下宣布撤销,
“５００米大限”整整实施了一年.在此新政下,很多花费了购租铺面、装修、

①　　 　　２４ 对这起不当管制事件的分析,详见周其仁,“咬文嚼字的权利”“不相干的炭疽病”“快递市场的地步与
上层”,«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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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人工成本的投资方,因拿不到批件而不得开店经营.他们通不过审批

的原因,是在５００米距离之内,还有其他药店或药品专柜———其中包括某些

后来先到的 “关系户”.据说,当地药监局开着车用咪表 “准确度量”,就算

差上几米也不批准.其实在市场里开门店是不小的学问,一万米内只开一家

也无从保证一定不赔钱,５０米内开３家也不一定不盈利.究竟如何布局,谁

投资谁操心,政府要监管的是不卖假药、不准欺诈.
上述几个案例,在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里似乎小到不足为道.不过深入

案例,才清楚认识中国经济所遭遇体制摩擦的经济性质.很明白,在直接生

产成本或直接服务成本之外,经济运行还要支付其他耗费.无论是陈氏兄弟

被扣的设备、取保候审的 “押金”以及为官司所付钱财和精神耗费,还是快

递业务或医药零售业务为谋求合法批准所投入的努力,无一例外都属于本文

所关注的体制成本.这些 “额外的”代价,可以大到足以让许多商业活动根

本无从发生.
也不要以为这几个案例发生在新世纪之初,随着时间展开,那些阻碍创

新、抑制投资、干扰就业增加的体制成本就会自动降低.观察表明,新世纪

初中国经济摆脱上一轮通缩重新走强之后,“宏观调控”压倒了 “打破行政垄

断”的改革部署,不当管制重重叠叠,行政审批愈演愈烈.２０１２年新一届政

府再次高举 “放权让利”,以此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由此而来.新一届政府宣

布要清理废除行政审批文件,多达成百上千,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

的遗产,而是在新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行政部门左一项右一项加到

经济运行中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许可以作为体制成本居高不下的间接证

据:早在９０年代就尝试开放的中国电信业,囿于仅对几家央企开放,通信网

络的资费水平和服务品质虽有进步,但依然广受诟病,以至于到了２０１５年,
还要国务院总理出面喊话,要求中国宽带必须降费提速.

　

①２５
　不过,涉及部门权

力与利益,高层宣示未必能够做到自动落地.
　

②２６
　

七、贪腐和奢靡的经济影响

２００８年７月,在提交给科斯主持的芝加哥大学纪念中国改革３０年研讨会

的论文里,笔者除了阐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才把中国经济带

向举世瞩目的成功,还提出了一个判断: “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
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

①

②

　　 　　２５“李克强连续三次督促宽带提速降费”,«京华时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日.时隔两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
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见新华社北京新媒体专电).
　　 　　２６ ２０１５年以后围绕网约车的争议,提供了绝非唯一的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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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
　

①２７
　时隔９年回

首审视,笔者认为对那个结论唯一需要做出的修订,是把当时出于谨慎而写

就的 “似乎”两字一笔删除.
诚然,直到今天,我们对发生在转型中国的腐败现象,还是缺乏基于确

凿事实和严谨统计的合乎科学规格的系统研究.但是,中共十八大后剑及履

及的反腐新政,经公开发布的通报、报告、新闻报道及相关司法审理文档所

披露出来的事实
　

②２８
　
,已足以帮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转型进程中令人震惊的

腐败,并不能由个别官员的道德失范而得到合理解释,也不宜笼统地把它们

看作工作失误或治理松懈的结果.相反,转型腐败是一种成体系的、由转型

进程内生的体制性腐败.
在上引文稿中,我还引用了一个张五常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为什么转型

的中国经济伴生严重腐败.这个理论的逻辑是,人类为解决资源争用而形成

了两种基本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防止稀缺

资源被滥用;另一种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
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当转型从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

即市场经济时,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 “权力租金”,导致腐败大

量发生,由于响应约束机制的缺位,甚至形成一种体制性腐败.这表明,“腐
败不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

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③２９
　

进一步要分析的问题,是严重的腐败怎样影响中国经济.流行的度量方

法似乎把一切收入———其中也包括执掌权力官员们的非法收入———都轻而易

举地加总为国民收入,并在此基础上讨论 “经济增长”.但是,恰恰是人们再

也无法视而不见的转型腐败,提醒我们有必要把不同性质的收入加以明确区

分.腐败性收入虽然也是一部分国民的收入,却构成其他国民生产性活动持

续增长的障碍,因而应该被恰如其分地视为拖累经济增长、降低中国产品国

际竞争力的负面因素.
让我们从抽象出来的一个简单现象开始:行贿人为获取某种特别的法外

利益,给执掌权力的官员或其家人一笔数目大小不等的好处,然后从受贿人

那里得到回报.这里,我们省略了该行为得以发生的各种可能动因———自愿

的、预谋的、受到暗示或明示、不得不按流行的潜规则办事等等———而集中

分析此行为发生后的连锁经济影响.
第一步逻辑结果,是行贿人获得回报———无论是经商便利或审批快捷,

还是获取土地、信贷、公司上市以及市场准入等等特别机会———只要这些回

①
②

③

　　 　　２７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页.
　　 　　２８ 例如,财新网从２０１３年开始持续发表的“反腐周记”,迄今为止共１３０期,记录报道了期间全国重大反
腐事件.
　　 　　２９ 见周其仁(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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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还服务于生产性活动,那么比照 “不行贿不办事”的状态,生产性项目得

以推进,投资得到回报,也增加相应就业和收入.在这个范围内,个别权力

腐败的确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润滑剂.
但事情绝不到此为止.个别人行贿成功而在资源争用中胜出,会刺激出

一连串后继行为:更多商人仿效行贿商人,更多官员仿效受贿官员.于是我

们有了第二步逻辑结果,即行贿受贿范围的动态扩大,并不断 “教育”权力

部门和权力人物,重新认识到他们手中的公权具有极高的私人经济价值.结

果,利用各种职权获取权力租金的行为蔓延,寻租反向刺激 “设租”———权

力部门和权力人物更加主动地通过给市场中人强加成本而获取非法的个人收

益.
　

①３０
　从现象上看,不只是 “肥缺部门”和大型国企官员成批出现贪腐,而且

在公认的清水衙门———包括统计局、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和大学———也出现

严重的权力腐败.在腐败蔓延的逻辑支配下,腐败超越个别官员道德失范范

畴,呈现出成体系、制度化的恶性态势.这一步的经济含义是,腐败占用的

资源越多,用于服务生产性活动的资源就越少,比例也越低.
除非遭遇力度相当的反腐,腐败蔓延不会中止.不过,依仗权势贪腐终

究在道德层面不可能被视为 “正确”,加上严重腐败损毁国家政权的合法基

础,总受到追究和制裁,所以贪腐活动不论多么流行,总要蒙上遮掩的外衣,
并为对抗反腐花费种种额外的代价.让我们明确,一切围绕贪腐攻防而耗费

的体制成本,都不具有生产性,这也是贪腐行为带给经济的又一步逻辑后果.
如果把这部分明明阻碍经济增长的腐败成本,也看作国民收入并被误导性地

计入高速增长的组成部分,那就无从判断通常被认定的增长奇迹里是不是已

经包含水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贪腐蔓延的情况下展开反腐,却要遭受

“反腐危害经济增长”的抨击.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虽然个别贪腐可以对体制运行产生某种润滑效果

而在客观上具有某种生产性,但随着腐败行为的蔓延和体制化,它像扩散的

癌细胞一样迅速吞噬健康的经济细胞,因而是实现持续增长的死敌.不难理

解,为什么当代没有哪一个贪腐严重的经济体能够实现持续增长.相反,我

们可以见证,寄生于高速增长的贪腐行为,将随着贪腐蔓延而不断侵蚀经济

增长与社会公正之基,贬损创新创业的动力特别是企业家精神,直到拖累增

长步伐,让经济重受停滞之压.
笼罩官场的奢靡之风,对经济增长也产生复杂影响.不过,奢靡比贪腐

更难以在数量上给出描述,我们仅在直观上把奢靡对经济的影响估计得比贪

腐远为重大.按一般认识,奢靡并没有化公为私,包括那些令人咂舌的耗费

巨额公币的排场与享受,通常限于参与官员的在职待遇,并不能转为官员私

人拥有、在离职后还能够继续享用的财产.因此,奢靡花销不仅在财务上被

①　　 　　３０ Barzel把“权力”(thepower)定义为“一种强加成本的能力”(theabilitytoimposecosts),见 Barzel
(２００２:p．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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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因公支出,在认知上甚至被视为为提升社会凝聚力、打造形象、增加人

民认同感、鼓励低薪官员努力工作所做出的 “必要”支付.
政府开销并不能被看作天然具有提振需求的正面价值.或有人诘问:那

些远超标准的公务用房、公务用车、公务用餐和一切达到奢靡标准的公务消

费,难道不都转为一批又一批市场订单了吗? 难道它们不是源源不断派生出

对原材料、能源、零部件、设备及相应服务的需求,从而为提升就业、收入

和税收做出贡献了吗? 所有这些可见的奢靡效果,何止是 “有助于经济增

长”,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
但是,奢靡之风的经济来源,暴露了其拖累增长的性质.在用政府税费

为奢靡埋单的情况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税费过快增长才构成奢靡的财政

基础.如上文指出,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倍快于名义经济总量增长的税费增长,
本身就是经济运行中体制成本上升、增长负担加重的体现.在商界———或自

愿或被迫———为种种奢靡花销提供财务支持的情形下,我们看到本身已过快

增长的税费,还要追加一个为数更为巨大的额外附加.在上述两种情况下,
奢靡都使得公权力所应提供的服务变得越来越贵.按照经济逻辑,如果每创

造一个增量单位的附加价值要支付更多税费及其附加,那么一旦越过承受临

界点,人们从事生产、创造和投资的意愿势必下降.总之,奢靡的逻辑结果

类似腐败,那些与日俱增的巨大花销,终究要露出压抑经济增长的真实面目.

八、评论性小结:体制成本至关紧要

本文定义的体制成本,是 “成体系的制度带给经济运行的成本”.它不但

包括由前辈学者原创、极富启发性的交易费用或纯商业费用,而且包括在市

场以及非市场环境里通过一系列制度强加给各方当事人的成本,其中包括税

费、管制、审批、法律政策的限制及禁止,以及围绕希冀这些变量发生变化

的观念、舆论、公共政策辩论以至于政治竞争等相关耗费.强制性成本之所

以得以普遍发生,是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国家及其代理机构或代理人

参与其中.在产权受到合格保护(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行为的结果)、资源利

用基于自愿选择的场合,形形色色的契约真要得到执行,在事实上离不开合

法强制力居中提供服务.在命令经济即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的场合,强制力内

生于政企合一的行政经济综合体,体制成本直接构成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国家强制力都参与经济运行,经济增长都支付体制成本.
体制成本为零的世界,不过是想象中的乌托邦.

转型———从计划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体制变革,即一系列制

度发生转变从而影响经济体系的运行.由于体制变量在转型经济中居于更为

显著的中心位置,因此超越直接生产成本和狭义交易成本的体制成本,相对

容易被纳入转型经济研究者的视野.要理解和阐释转型经济的种种现象,诸

如变革动力、阻力与摩擦、潜在生产力的突然释放、长期经济走势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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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离不开对体制成本的分析.毕竟按照常识,为每个单位的产出所不得不支

付的成本,低了对应高经济增长,高了则对应低经济增长.这里,仅需把通

常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恰当地扩展为包含强制性元素在内的体制成本.
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难得案例.改革前令人难堪的贫困,同时意味着拥

有极为低廉的直接生产成本,表明在中国经济体内蕴含着极为巨大的潜在比

较成本优势.要解决的问题,是把高昂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为此必须

打破原有体制坚硬的外壳.改革开放实现了以上使命,经由一系列制度变

迁———观念的、法律的、成体系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的转变———使得中国潜

在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上破门而出,由此改变经济体系运行的轨迹与绩效,
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因此,理解中国经验的基本线索,不是别的,
正是以一系列制度的变革大幅度降低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

不过,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伟大中国成就,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冷峻

的经济法则.成本曲线终究先降后升,体制成本甚至在高速增长中升得更急.
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人们观察到曾经大幅下降的体制成本重新上升,表现在

税费和各种法定负担以快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行政审批叠床架屋,设

租寻租行为有增无减,必要的市场监管缺位与不当行政管制层层加码并存,
所有这一切只能列支在体制成本项下的因素,合成了一个负面结果:单位产

出要承受日趋加重的成本负担,并由此削弱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较竞争优势,
拖累一向靠成本优势发力的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

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缺的前提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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